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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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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

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

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

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

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

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

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

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

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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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民主自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

践，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社会性。截止

2021年底，全国49.2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

员会，11.6万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员会。[1]充

分发动、组织、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乡村自治民主范本。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高度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建设，要求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

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2]，防止人民

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

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要求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从现实状况来看，乡村是政府提供基

层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基础单元，国家制度性质、

法律规制和乡村特点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民

主基因，以及与自治的关系。已有实证研究也表

明，过度依赖于官僚化行政命令的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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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治理水平不高和软弱涣散的现象，社

会治理职能弱化。[3]同时，源于基层实践案例显

示，一些地方乡村治理能人流失严重，干部与群

众利益分化，农民的参与性不足[4]，基层组织信

任度趋低。显然，上述现象有着复杂的成因。要

迎面乡村的实际困难，化解乡村治理的诸多矛

盾路径多样，但无须讳言，以农民满意度和获

得感为导向，强化乡村民主自治以提升群众对

政府的信任度至关重要。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

正的民主？其实只有两条标准，即“人民是否满

意”和“人民是否信任政府”。[5]

乡村民主自治是中国场景下基层民主创新

运动，同时也是强化基层责任主体治理重心的

重要抓手。那么，乡村民主自治是否可以作为提

升农民获得感的治理手段，又是如何提升农民

获得感，值得深入探讨。鉴于东西协作的典型

示范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发展阶段迥然

有别的广东省和贵州省共2482份农民调查数据

作为分析依据，实证探究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

获得感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以及东西部省

域的差异特征；并依据信任理论，通过信任度

的介入，进一步分析两省农民获得感的产生机

制和乡贤能人的影响效应。当然，研究目的在于

通过基层民主自治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

二、文献简述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

提到的“获得感”一词，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价

值理念的跃迁，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

学界普遍认为获得感的内涵为客观获得与主观

感受统一的概念框架[6-7]，是在民众的利益诉求得

以回应和实现后，所产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8]；这

种主观感知应与主观期待相符合[9]，否则政府供

给越多，公众的获得感反而会降低[10]。从影响农

民获得感的因素来看，较为突出的主、客观因素

包括政府绩效目标[11]、就业质量[12]、相对收入

水平[13]、教育服务和公共服务[14]、数字文化服务

可及性[15]和政治参与行为[16]等。置于基层民主

自治领域，获得感是农民多层次、多方面切实

感受的反馈，体现在物质获得和精神感受两方

面，又可具体区分为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

政治获得感。其中，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的主

观感知和政治获得感相对应。研究表明政治参

与等公众与政府互动行为对信任感知有显著的

影响[17]，目前对政治获得感研究较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自20世

纪60年代Arnold Kaufmann首次提出“参与式民

主”之后[18]，这一概念即引起广泛关注。Michael 

Yit Lin Chew，Basant Maheshwari和Margaret 

Somerville认为，广泛的村民参与有利于改善村

庄管理和建立良好的乡村合作关系。[19]公众参

与是民主的重要体现，正如Mary Feeney，Steven 

Ba l la和Zhoudan Xie等学者所述。[2 0]Ca role 

Pateman指出，民主参与的表现是公民应该积极

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在决策的各个环节发挥

作用。[21]根据参与民主理论，Stephen P. Osborne

和Kirsty Strokosch认为村域社会治理与原有政府

主导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不同，公众参与可以

为政府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提供更有效的

指导，从而提高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22]反

向来看，村民获得感的提升强调的是公共利益

的输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意见又可以有

效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合理性[23]，推动乡村

民主自治的治理绩效。可见农民参与治理对农

民获得感的影响不容小觑。建立制度之下农民

与基层治理事务的紧密性，“健全人民群众参

与体制”[24]，增强其对村域社会治理的主体觉

知，有利于改善村庄的治理效果。所以，乡村自

治的效果可以通过参与民主自治的方式反馈，

而民主自治的方式又可体现乡村自治的能力与

自治的水平。村民自治能力有限、自治组织行政

化、“四个民主”发展不均衡等[25]仍是阻碍当前

乡村民主自治的主要障碍。

信任度因素多被引用为乡村治理效果及满

意度研究的中介变量。在有关乡村治理效果的

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发现村民的参与对农村公

共服务满意度有正向作用，政府干预则对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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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滞作用。[26]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提升，有学

者认为受制于网络的主体信任、非正式与正式

沟通、决策民主等因素的影响。[27]信任是认同

和参与的基础，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和力量。

政治学、管理学对于信任有着深入研究，有学

者针将信任内涵解读为政治信任，包含政府信

任、政策信任和公职人员的信任[28]。政治信任

是政治系统合法性重要来源[29]，也是判断政权

稳定性的有效指标之一[30]。基层乡村民主自治

服务于农民。由此，增强农民的政治信任对于

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与巩固执政安全具有

极为重大的意义。同时，尽管现有研究显示我

国群众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度，但在基层治理

中也面临着政治信任缺失的危机[31-32]，并对基

层自治实践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分析，现

有实证研究还发现，提高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

治信任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域治理的满意度[33]和

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34]。由此可见，信任

维度在乡村治理研究的影响因素中占有重要作

用，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绩

效和农民的认同感。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乡村是社会

的基本单元，乡村民主自治体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制度优势。从本质上说，乡村民主自治依靠

农民，服务于农民。审视研究文献，探讨乡村治

理中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众多主体之间的

关系，民主自治、信任、农民获得感是重要的变

量，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学界关

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民主自治具有强烈的

价值导向和程序规范。从逻辑上分析，农民获

得感是衡量乡村民主自治的终端指标，该获得

感包含经济、民生和政治获得感。同时，已有研

究表明，农民参与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前提，直接

影响农民对基层组织的政治信任度。

三、研究假设与作用机理

（一）研究假设

如何界定和衡量乡村民主自治是学界长期

讨论的问题。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之

一是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健全党组织领导

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实践”。[35]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本文将乡村民主自治的内涵界定为

在国家权力主体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即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参与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下

简称“四个民主”）实践活动，实现村民的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农民参与是乡村民

主自治的前提。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7个

中央部委联合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

行）》（国乡振发〔2023〕2号），要求乡村建设内

容涵盖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引导农民参与村庄

规划、带动农民实施建设、支持农民参与管护、

强化农民参与保障等，成为乡村治理背景下首

个引导农民参与的指导性政策。[36]2024年，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拓宽基层各类组

织和群众有序参与治理渠道，意味着我国参与

式民主进程不断深化。基于以上认知，我们将

农民参与“四个民主”作为乡村民主自治的衡量

和解释维度。其中，民主选举作为中国最广泛、

最生动的民主实践，是基层治理的起点和农民

参与民主自治的首要方式。农民通过参与民主

选举可以保障行使并实现其基本政治权利。[37]

民主决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彰显“人

民参与”的权力主体以及“人民满意”的评价标

准。[38]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环节，倾听意见、集中民智及实践反馈，

有利于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和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有效的决策是实现乡村民主自治成功的关

键。[39]民主管理是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在“民

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下，唤醒主体意识，弘

扬主体精神，发挥主体能力[40]，协调各组织的各

种行为最终达到管理的目的。在基层社会的自

治实践中，管理体现为农民的直接参与，推进民

主管理科学发展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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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41]善用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的需要，通过对国家各级代表机关

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以纠正各种违法行为。民

主监督丰富了民主的实现形式。[42]“四个民主”

作为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的解释维度，其实

践成果可以通过农民获得感来衡量。获得感作

为个体内心感受的抽象化概括，反映个体满意

度和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

础。基于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制度逻辑，乡

村民主自治在新的发展阶段注入新的内容，呈

现新特征。但不论何种变化，检验乡村民主自治

绩效的终端指标应体现农民的获得感，包括经

济获得感、生活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等，或者

也可区分物质获得感和精神获得感。基于以上

讨论，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H1：实施乡村民主自治对提升农民获

得感有积极影响。

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和基层民

主自治水平等因素，进一步检验该影响在广东

省和贵州省之间是否存在省域差异，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H1a：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

响存在省份差异。

民主管理作为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在假设H1a的基础上，广东省和贵州省在基层治

理能力方面存在省份差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b：省份变量在民主管理中的差异程

度最大。

（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机理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种运行方式，离不开

“信任”。农民信任可以促进社会治理效能的

提升，增强多元基层治理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和

凝聚力。信任的建立最早被认为仅源于家庭和

血缘关系[43]，随着信任维度的拓展，社会学家

普遍认为，人们之间的信任来自志愿性社团内

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成员之

间的合作并促进信任的形成[44]。由此，民主活

动的信任来源于乡村自治机构和组织内部 各

成员之间的共同行为，根据各自对协作活动的

预期又会增进或降低信任程度。扎根于本土实

际，农民信任对象主要是基层行政组织，高水

平的信任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和农民的认

同感。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信任程度不同，乡村

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

别，提出假设。

假设H2：信任度越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

民获得感的影响越显著。

乡贤能人作为基层社会与基层组织的衔接

者，因其具备“人杰”特质和故土乡情，易于受

到农民的信任而跟随他们行动。[45]乡贤能人对

农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本文认为，在农民的期望实现后，所产生的满足

感需与主观期待相符合，否则，投入越多反而会

导致农民获得感的降低。在信任度视角下，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H3: 随着信任程度的提升，乡贤能人

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不会持续增加。

图1   变量阐释及作用机理

注：虚线方框中为变量的指标选取依据。

民主选举：自治的前提

民主决策：自治的关键 民主监督：自治的保障

民主管理：自治的基础

提升机理：

影响机理：保障选举的基本政治权力

保障决策的有效性

对自治机构和组织的信任程度

体现全过程监督的效力

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活动

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政治获得感

农民参与

农民获得感

乡村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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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及描述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获得感（SG），指农民

依据其体验对经济、民生和政治获得的主观评

价，本文细化为8项指标，即乡村民主自治能提

升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增进乡邻关

系、促进乡村文明、提升教育获得感、促进民主

政治和监督的认可度、强化参与意识等，采用因

子分析法构建了农民获得感的综合指标。[46]

解释变量为乡村民主自治和信任度。乡村

民主自治（A）选取“四个民主”作为评价维度。

其中，民主选举通过农民参与选举活动的满足

感、选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选举权的保障性

等5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民主决策的衡量选

取重大事务经过集体决策、村民个体 参与决

策、村民意见得到重视和采纳3个方面；民主管

理依照科学管理的原则选取参加公共事务管理

（如治安巡逻、纠纷调解）、公共服务和公益活

动（如环保、爱心行动）及制定村规民约（或化

解矛盾纠纷的规章制度）3个方面；民主监督选

取公共平台咨询或投诉举报、监督权受到保护

和尊重、村务实施情况和村务信息定期公开4个

方面。其中，村务实施情况为集体决议事项的执

行进展，村务信息则包括财务经费使用信息、

选举信息等。通过以上“四个民主”的因子综合

得分对乡村民主自治进行测量。

信任度（T）则涵盖农民对乡镇政府、法院

检察院、居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大会等

7个自治组织主体的评价，用以反映农民的政治

信任程度。依据信任等级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

得出聚类(低、中、高)。

控制变量是根据现有研究选取 农民个体

特征和环境特征。[47]针对农民的个人特征，除了

性别、年龄变量外，还加入了省份和政治面貌变

量。环境特征方面包括家庭人数、收入来源、居

住离散程度和乡贤能人4个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3年3月在广东和贵州

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釆取省、县、镇、村分层

抽样，数据均为选项型数据，不存在异常值，剔

除信息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共获有效问卷2482份

（有效率93.27%）。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农民获得感 综合得分 3.4256 0.6613

乡村民主自治 综合得分 3.5586 0.8822

民主选举 综合得分 3.8068 0.9806

核心解释 民主决策 综合得分 3.7246 1.0083

变量 民主管理 综合得分 0.4159 0.4187

民主监督 综合得分 3.7104 0.9727

信任度 综合得分 2.0910 0.7201

省份 0=贵州省；1=广东省 0.5677 0.4954

性别 0 = 男性; 1= 女性 0.5669 0.4955

年龄 1=18-25岁 ；2=26-30岁；3=31-40岁；4=41-49岁；5=50岁以上 2.4476 1.3944

政治面貌 0=其他；1=群众；2=民主党派；3=共青团员；4=中共党员 2.6503 1.2863
控制

变量
收入来源 1=工资收入；2=财产性收入；3=经营性收入；4=转移性收入；

5=务农收入；6=其他 2.3376 1.8674

家庭成员数 1=3人以下；2=3-5人；3=5人以上 2.2768 0.568

居住分散情况 1=非常分散；2=平均分布；3=一般集中；4=非常集中 2.7994 0.8722

乡贤能人 1=作用小；2=作用一般；3=作用比较大；4=作用非常大 2.5935 0.8825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模型构建

考虑调查的不稳定性，本文采用广义线性

回归模型排除传统回归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性。

被解释变量（SG）是通过前文提到的8项指标

进行因子分析综合得分获取的连续变量。首先

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农

民获得感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2) 

 

                        
 

   
    (1) 

公式（1）中，SGi表示第i个农民获得感，Ai

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的乡村民主自治，是“四

个民主”的因子综合得分，Di表示第i个农民所

在省份的虚拟变量；xi,j表示可能会对农民获得

感有影响的其他变量；其中i=1，2，3…2482，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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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参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然后，信任度（T）条件下分析乡村民主自治

对两省农民获得感的异质性影响。加入了信任

度的模型如下：      

（2）

        

                        
 

   
          (2) 

 

                        
 

   
    (1) 

公式（2）中，Ti代表第i位农民对自治机构和

组织的信任程度。β0，β1，β2，β3，βj，β10为估计参

数，其余变量和参数与公式（1）中具有相同的含义。

五、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以下区分四个环节讨论：一是采用广义线

性回归模型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关系，分析乡村

民主自治及其四个维度对两省农民获得感的影

响结果；二是以信任度为基础，检验乡村民主自

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效应；三是对模型的的

内生性和稳健型进行检验。四是对省城差异进

一步比较分析。

（一）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利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方程（1），验证

农民参与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及

省份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4作为乡村

民主自治的四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依次为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模型5是

基于“四个民主”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数据。

模型1—5的P值均为0.000，皆在1%的统计水平

下显著为正，说明乡村民主自治及“四个民主”对

农民获得感的促进效应显著，因此H1得到了验

证。其中，模型5的统计量最大（0.5489），且AIC

和BIC统计量最小，说明其解释度和拟合度最

佳。从模型的指标角度量化影响的显著程度，因

变量54.89%的变化原因可以由自变量解释，即乡

村民主自治程度越高，农民获得感愈大。

进一步，重点考虑省份变量对农民获得感

的差异性影响。省份变量在五个模型中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五个模型结论一致，表明

广东省农民获得感高于贵州省，省份差异明显，

假设H1a得到验证。省份虚拟变量（广东=1，贵

州=0）所呈现的差异（广东高于贵州）可通过回

归系数进一步比较，程度由大至小依次是：模

型3（0.2736）>模型4（0.2181）>模型1（0.2102）>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5

乡村民主自治 0.3793***
 (29.6328,0)

民主选举 0.3172*** 
(27.8246,0)

民主决策 0.3008*** 
(27.3455,0)

民主管理 0.1488***
 (5.3913,0)

民主监督 0.2688*** 
(22.9744,0)

省份 0.2102*** 
（8.7583,0)

0.1999***
(8.2946,0)

0.2736*** 
(10.0588,0)

0.2181*** 
(8.724,0)

0.1912***
 (9.2025,0)

性别 -0.0643*** 
(-3.4202,6e-04)

-0.0531*** 
(-2.8245.0049)

-0.0497** 
(-2.3224,0.0205)

-0.0625*** 
(-3.2051,0.0014)

-0.0591*** 
(-3.1946,0.0014)

年龄 -0.072*** 
(-8.7805,0)

-0.0678 *** 
(-8.2683,0)

-0.0693*** 
(-7.2947,0)

-0.0658*** 
(-7.7412,0)

-0.0718*** 
(-8.975,0)

收入来源 -0.0664*** 
(-12.7692,0)

-0.067 *** 
(-12.6415,0)

-0.0706*** 
(-11.7667,0)

-0.0712*** 
(-13.1852,0)

-0.0673*** 
(-12.9423,0)

政治面貌 0.081*** 
(11.0959,0)

0.0836 *** 
(11.4520,0)

0.093***
 (11.0714,0)

0.0885*** 
(11.8,0)

0.079***
 (10.9722,0)

家庭成员数 -0.0212    
(-1.325,0.1847)

-0.0216    
(-1.35,0.1774)

-0.0318 * 
(-1.7473,0.0796)

-0.0235    
(-1.4157,0.1561)

-0.0192    
(-1.2229,0.2202)

居住分散情况 0.0435*** 
(4.0278,1e-04)

0.056 *** 
(5.18520)

0.063***
 (5.1639,0)

0.0614*** 
(5.4821,0)

0.0534***
 (5.0377,0)

乡贤能人 0.1186*** 
(9.6423,0)

0.1265*** 
(10.3689,0)

0.2916*** 
(24.3,0)

0.15***
 (11.9048,0)

0.094***
 (7.5806,0)

样本量 2482 2482 2482 2482 2482

R2统计量 0.5339 0.5306 0.3961 0.497 0.5489

AIC统计量 3092.5718 3110.083 3735.6757 3281.6186 3011.6964

BIC统计量 3156.5568 3174.068 3799.6607 3345.6037 3075.6815

表2   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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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0.1999）>模型5（0.1912），说明省份变量

在民主管理中的差异程度最大，具体表现在乡村

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和公益活动及村规民

约的制定等方面。因此假设H1b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性别虚拟变量(女性=1，男性

=0），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性别变量对农民获得

感有明显迟滞作用，且女性的获得感小于男性，

可能源于性别在政治活动中的现存差异[48]；乡

贤能人变量在五个模型中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

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乡贤能人也是提升农民

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同样对五个模型具有显著正

影响的变量还包括政治面貌和居住分散情况。

（二）信任度条件下的影响效应分析

信任指农民对自治组织主体（主要指基层

行政机构和自治组织）的认同，认同是一种主观

体验及判断，对农民而言，可视为基于物质获得

的主观评价，也可视为农民获得感精神层面的

内涵体现，成为农民获得感提升的重要变量。

依据研究的技术方案，我们将农民样本的信任

度分为高（非常信任）、中（比较信任）、低（一

般信任）三组。然后，依据K均值聚类算法比较不

同信任度的回归结果，利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估

计方程（2）分析乡村民主自治对三组信任度农民

获得感的影响及省份差异。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以上三个分组中乡村

民主自治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民获得感有

积极影响。由于乡村民主自治变量在三组中使

用的数据皆为同一计量单位，所以可通过各组

的回归系数比较其影响程度，进一步比较发现，

乡村民主自治对三组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程度最

大的为高信任度组（0.3309），随后依次为中信

任度组（0.3）和低信任度组（0.2892），说明相

对于中、低信任度组，乡村民主自治对高信任度

组农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更大。农民信任度的

提升，会提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

响，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省份虚拟变量（广东=1，贵州= 0）对三组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 3

低信任度组 中信任度组 高信任度组

乡村民主自治 0.2892*** (10.4404,0) 0.3***( 11.5830,0) 0.3309***(11.9458,0)

省份 0.1232*** (2.6213，0.0089) 0.1838***(4.9272，0) 0.2356*** (5.7604,0)

性别 -0.0554(-1.3955,0.1638) -0.0347 (-1.1966,0.2317) -0.0496*(-1.7222,0.0851)

年龄 -0.0629*** (-3.6149,3e-04) -0.0607*** (-4.8175,0) -0.093***(-7.5,0)

收入来源 -0.077*** (-7.9381,0) -0.0585*** (-7.5974,0) -0.0635*** (6.6842,0)

政治面貌 0.1164***(7.4140,0) 0.058*** (5.2727,0) 0.0711***(6.1826,0)

家庭成员数 -0.0066 (-0.1994,0.8428) -0.0297  (-1.2122,0.2242) -0.0146(-0.5911,0.5543)

居住分散情况 0.0529***(2.6059,0.0095) 0.0482***(2.8187,0.0051) 0.0595***(3.4393,6e-04)

乡贤能人 0.0556**(2.1719,0.0302) 0.1001*** (4.8357,0) 0.0597*** (3.0459,0.0024)

样本量 694 954 834

R2统计量 0.3362 0.326 0.3888

AIC统计量 979.6151 1079.7104 874.0055

BIC统计量 1029.5823 1133.1777 925.994

R2统计量 0.5339 0.5306 0.3961

AIC统计量 3092.5718 3110.083 3735.6757

BIC统计量 3156.5568 3174.068 3799.6607

表3   乡村民主自治对不同信任度分组农民获得感影响结果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P值。

农民获得感影响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低、中、高信任分组条件下广东省民主自治对

农民获得感产生的影响均大于贵州省，通过回

归系数比较省份差异（广东高于贵州），高信任

组（0.2356）差异最大的，低信任组（0.1232）最

小。本文认为以上现象是由于信任对于获得感

的作用机理，农民获得感的激发过程是其对生

活美好期待得到回应的主观感受，相较于低信

任水平，处于高信任水平时农民的政治获得感

更容易被提升。

针对“乡贤能人”变量，在低、中、高信任度

分组中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

乡贤能人对不同信任条件下农民获得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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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促进作用。该变量影响系数在低、中、高分

组中分别为0.0556、0.1001、0.0597，呈倒U型趋

势，说明在乡贤能人的作用下，随着信任度的提

升，农民获得感不会持续增加。至此，假设3得到

了验证。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乡贤能人在发

挥正向效应的同时伴生“精英俘获”①现象。

（三）内生性和鲁棒性试验

1.内生性

本文验证了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存

有影响，但农民获得感高的乡村环境也可能会

促进乡村民主自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所以有必

要检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

互因果、测量偏差、变量缺失等因素造成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应用“乡贤能人”为控制变量，选

择“政治面貌”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择原

因是政治面貌会影响农民对民主自治的政治获

得感，而农民获得感并不能直接影响农民的政

治面貌，同时考虑乡村民主自治为内生性解释

变量。所以，以上变量的选取在理论上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为此，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

计，两阶段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工具变

量不存在弱相关性。说明排除了潜在内生性问题

后，参与乡村民主自治仍可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

与前文假设H1的论证结果一致，结果见表4。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T统计量的P值。

况下，仍然可以维持某些性能的特性。为了验证

模型的有效性，应用鲁棒性分析乡村民主自治

对农民获得感的回归模型是否稳健。因分组使

用了聚类分析，该方法为随机聚类方法，所以本

文进行了两次基于K均值聚类的鲁棒性检验，

此时的聚类结果更为可靠。结果如表5所示。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政治面貌（工具变量） 0.0854 *** （0.0112）

乡村民主自治 1.6072***（0.1027）

乡贤能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345409 0.282183

F统计量及其p值 654.047694（0.0000) 487.263112（0.0000)

表5   农民获得感的K均值聚类的鲁棒性结果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T统计量的P值。

对比两次K均值聚类的鲁棒性结果可以发

现，两次结果的显著水平十分接近。虽然回归系

数有所不同，但是检验结果和系数符号与表3均

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以信任度为条件

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省域比较分析

前文已证实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存

在影响，且信任度越高，农民获得感越高。信任

度作为提升农民获得感的关键元素是探究民主

自治与获得感关系的基本变量。为此，我们进

一步分析农民对自治组织主体的信任度所呈现

的省域差异。具体而言，广东省与贵州省区位

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距，两省农民

信任度影响农民获得感究其如何值得关注和探

讨。研究在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是：“请您判断

对以下自治行政机构或组织的信任程度”，并

以“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选项分别代表低、

中信任度，“非常信任”选项代表高信任度来区

分。从信任度评价情况看，贵州省处于中低信任

度的人数占比较大，而广东省处于高信任度水

平的人数较多。以均值数据为例，贵州省在中

信任度及以下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72%和

①精英俘获：社会发展学中的概念，意为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

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政治面貌（工具变量） 0.0854***（0.0112）

乡村民主自治 1.6072***（0.1027）

乡贤能人（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345409 0.282183

F统计量及其p值 654.047694（0.0000) 487.263112（0.0000)

表4   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内生性检验结果

2.鲁棒性试验

鲁棒性是系统在受到扰动或者不确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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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广东省处于高信任度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占 比分别为51%和38%，具体情况如图2。

    图2   广东省和贵州省农民对自治组织信任情况统计（单位：人）    

结合前文模型检验结果和数据分布情况，

发现无论处于何种信任条件，广东省的信任度

水平均高于贵州省，呈现特征：第一，相较于

中、低信任度，两省处于高信任度时，这一组别

的农民获得感的省份差异最大；第二，两省的

女性对基层自治组织主体的信任水平均低于男

性，贵州省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第三，贵州处于

各 信任水平的人数由高信任度到低信任度递

增，而广东省由高到低递减。两省的差异特征说

明农民对自治机构和组织信任[49]程度越高，其

合作意愿越强。

探究原因，除了两省明显的经济发展实力

和民主自治水平的差距影响外，贵州省农民对

乡村民主自治的参与不足的现状也制约农民信

任关系。研究发现，处于低信任度的农民对民

主自治活动表现出不愿参与、不能参与和参与

层次低的状态。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农民习惯于

满足观察者或旁观者身份的理念惯性、传统的

思想观念及现存的性别政治差异，导致多数农

民不愿参与，尤其是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热

情明显不足；二是乡村自治活动的参与主体不

断缩减，不少乡村半数以上农民迫于家庭经济

压力外出务工，大部分时间不在当地，自然也难

以参与本地的自治活动；三是基层政府对农民

参与的规划、引导、监督不足，有关决策少有与

农民进行沟通协商，自治活动缺失丰富性与科

学性，农民参与效率低；四是信任机制发挥渠

道不畅，政民互动少。外部信息缺少多元化的获

取渠道影响了农民的认知功能[50]，自治组织内

部又缺少共享组织网络和共同利益需求为纽带

的社会网络，不但降低了农民对自治组织的信

任，也增加了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难以达到农

民获得感的激发程度，导致农民政治获得感持

续趋低[51]。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依据抽样调

查数据，检验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

响效应及省域差异特征，分析信任度条件下基

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升机理。研究结

果显示：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有积极影

响，两省女性的获得感均低于男性；乡村民主自

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存在省际差异，该

差异在民主管理中最为突出；在信任度条件下，

信任度愈高，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提

升作用越显著；乡贤能人对农民获得感的作用

关系呈“倒U型”趋势。

基层民主发育程度不高被视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短板。基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东西

部发展差距悬殊，省际之间乡村自治水平不均

衡。针对粤黔两省农民在高信任度分组中获得

感差异显著的现象，本文以信任度为分析视角，

探讨乡村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影响及其成

贵州省 女性 高

广东省 女性 高

广东省 女性 中

乡镇政府

法院检察院及司法部门

村委会

村民大会

村民小组

均值

村民代表大会

村党支部委员会
广东省 女性 低

贵州省 男性 高

广东省 男性 高

广东省 男性 中

广东省 男性 低

贵州省 男性 中

贵州省 男性 低

贵州省 女性 中

贵州省 女性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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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出加强东西部省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的协作、缩小民主自治水平的差距，健全民主制

度，加强民主监督，完善协商民主机制等建议。

第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立足实际精准

定位治理目标。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区域发展不

平衡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这

种不平衡体现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显然，

西部地区农民获得感低于东部省份也非孤立和

单维问题。避免“就治理而治理”，西部地区应

重点关注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和公

益活动及村规民约制定等民主管理方面与东部

地区的差距。比较经验表明，乡村民主自治是助

力全面乡村振兴的价值工具。虽然发展阶段不

同，治理目标存在差异，但民主自治是基层治理

的国家方略，通过治理目标调整优化改善西部地

区自治局面，以外部为参照形成标杆及压力，促

进乡村民主自治的管理方法优化和工作能力提

升。同时，基于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以增

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11]，通过粤黔协作缩小

因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导致的自治水平不协调。

第二，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制度环境。

民主自治需要制度保障，制度落地离不开环境

条件和配套资源，应强化基层在党组织领导下

自治能力、自治资源、自治环境与国家乡村制度

的耦合度，尤其是针对基层的各种矛盾，细化利

益协调、矛盾处理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制度

环境与乡贤能人的价值协调模式，吸引和善用乡

贤能人，抑制精英俘获惠农资源及其衍生出的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失效问题。针对目前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以制度为保障，消解传统观念和

性别角色的政治差异，丰富女性获取信息的途

径和参与决策方式[52]，确保女性从制度性参与

到实质性参与。

第三，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提高农民

信任水平。民主监督是农民参与自治的重要方

式，更是信任产生的来源。一方面，畅通信任机

制发挥渠道，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和紧密干群关

系，以共享组织网络和共同利益需求为纽带加强

治理信息传播，通过匹配群众自治需求和监督

权力下放提升农民政治获得感。另一方面，对于

存在无效或无力的自治活动的障碍，主观层面

解困农民受制于观察者身份的惯性意识，客观

层面加强民主监督平台和农民自身能力建设，

创新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45]，赋能乡村智治。

第四，完善协商民主机制，扩大农民有序政

治参与。农民参与是乡村民主自治的基石。其

一，应对农民群体的分层分化现象，应兼顾农

民群体的异质性，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优化乡村

公共文化设施及文化产品的供给模式[33]，为农

民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其二，完善协商民主体

系，保障协商民主贯穿基层治理决策工作的全

过程，丰富民主协商方式，强化基层民主协商的

成果运用，提高其在民主自治活动中参与度、归

属感和政治信任。其三，探索农民参与自治活

动的多样化模式，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试行“轮

值村主任”活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激

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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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Grassroots Democracy Enhance Farmers’ Sense of Gain?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Comparis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Guizhou

ZHENG Fanghui , GUAN Jingtao & CHEN Lei
Abstract: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reflect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The essence of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is the 
extensive and in-depth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and participation emphasizes access. The ultimate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and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result-oriented program is the farmers’ sense of gain. 
In the real-life scenarios of Guangdong and Guizhou provinces, wher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ver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we selected the “Four Democracies” as the indicators 
of democratic autonom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villages), and examined their impact on farmers’ sense of 
g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trust i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s the main variable in enhancing 
farmers’ sense of acquisition through rural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and there are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grassroots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on farmers’ sense of acquisition, which are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democratic management. Secondly, the higher the farmers’ trust, the greater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and its provincial variability. Thir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rus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 trend in the impac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 sages and capable people in governance on the 
farmers’ sense of acquisition. Looking 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shoul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inpoint the stage-by-stage governance goals based on provincial conditions, improve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enhance women’s participation, use the township sages to play an exemplary 
role, strengthe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by empowering wise governance, and optimize th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by the peasants’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rural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farmer’s sense of gain; farmer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trust;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